以史为鉴知兴替

——新疆人民出版社历史读物论析

贺 灵

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总结历史, 可以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无法割断, 今天的历史, 是昨天的继续, 两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不能篡改, 篡改的历史不足信, 最终还得“篡改”过来。修史者的神圣义务, 是用自己复杂的劳动, 将纷繁的历史, 把已经过去的数千数百年的历史主要以文字读物的形式展现于世人面前, 以供人们学习思考, 引导人们了解历史之兴替。新疆作为古代丝绸之路重要通道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之一, 其历史不仅悠久, 而且呈现丰富多彩, 给史学工作者留下了广博的驰骋空间。几十年来, 新疆各民族史学工作者, 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本着为历史负责的态度,为理顺新疆地方史和各民族发展史, 作出了很大贡献。新疆人民出版社始终以发展本区文化为己任, 把组织史学工作者修史著书及编辑出版, 始终作为出版工作的重点来抓, 取得了辉煌成绩, 使地方史和民族史读物成为本社出版物的特色领域。本文所指历史读物, 包括地方史和民族史两大部分。

新疆古称西域。清末以前的西域, 比目前的新疆范围要大。狭义上讲, 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割以前的新疆; 广义上讲, 除目前的新疆外, 还包括中亚、西亚、东欧等诸国。本文所指为清末以前的新疆, 当时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自汉代前后至清末两千多年的时间里, 先后有匈奴、乌孙、月氏、鲜卑、柔然、高车、丁零、吐谷浑、突厥、薛延陀、突骑施、回纥、回鹘、契丹、蒙古、蒙古准噶尔部、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乌孜别克、满、锡伯、达斡尔、俄罗斯等古代民族或部族及近代民族频繁活动, 留下了辉煌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遗产。清代新疆又命运多舛, 准噶尔部和南疆大小和卓数十年的叛乱, 浩罕等国指使的张格尔之乱, 俄国殖民主义对新疆国土的大肆侵吞, 1864年南北疆农民战争, 以及新疆建省、新疆辛亥革命等, 这些都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修史著书的切入点。自汉代至清代, 中央政府对西域自始至终都很关注, 留下了许多汉、蒙古、满等文字古籍, 这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总之, 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纷繁多彩且独具特点, 在中国地方史和中华民族史上是一个别有特色的领域, 故吸引了诸多各民族史学工作者, 或为之奉献了毕业精力, 或正在继续奉献。 

 系统研究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当时, 国家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国50多个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 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在新疆，一批北京大学等在校生与当地民族工作者一起, 在南北疆开展调查工作。通过几年的调查以及查阅各类文献资料, 对新疆民族史和地方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认定了新疆民族史和地方史的丰富性和纷繁性。从此,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史学工作者投身于这项工作。南北疆社会历史调查结束后, 根据调查所获, 并结合文献资料, 陆续写出了各民族简史简志合编、各自治州县概况以及相关的调查资料汇编, 这些资料多数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项工作无法再继续下去, 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中断了十几年时间。但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这段工作,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研究, 它是初始的资料搜集和整理性工作。在此期间,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南疆农村社会》、《阿勒泰牧区调查》、《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概况》、《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概况》、《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概况》、《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等。《维吾尔族简史简志合编》、《哈萨克族简史简志合编》、《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等,则内部铅印发行。

上述资料和图书,对新疆民族史和地方史来说,可谓第一批著述和准确性较好的调查资料。它们的出版，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一是正式拉开了共和国成立后, 对新疆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的序幕;二是通过这些读物,对新疆各民族有了初步认识和了解;三是对日后新疆各民族和地方史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总结学者对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历史,其中很多都是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入门并深入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社会历史调查的绝大多数原始资料,均未能整理出版, 而是分别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前身系自治区民族研究所)。而且,当时搜集到的还有很多散见于民间的文物、文献, 如地契、契约、手抄典籍、旧币券、野史、古籍文献、奏折抄件或原件、诰封及部分文物等。但由于管理疏漏, 多数又落入私人之手。这是一种文化损失。

文化大革命以前参加南北疆社会历史调查的部分内地大学生,毕业后许多来新疆投身民族、历史研究和考古工作,60年代初,开始进一步搜集资料,为其研究工作打基础。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正常的文化工作均遭破坏,十余年无任何成果问世,新疆人民出版社亦未出版过这类著述和资料。这对新疆民族文化事业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拉开了序幕,新疆的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也迎来了新春。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民族研究所随之壮大研究力量,开始了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并从1978年便开始出成果。从研究范围和深度上讲,呈现出一年比一年扩大、一年比一年深入的趋势。新疆人民出版社也积极配合研究部门的工作,及时安排他们的成果出版。1978——1990年,本社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和锡伯五种文字共出历史读物160多种,加上文化大革命前推出的10种,总170多种。其中汉文版的有: 《新疆历史论文集》、《中西回俄历表》、《伊斯兰教史话》、《新疆文史资料选辑》(1—22)、《新疆简史》(1—3)、《南疆农村社会》、《喀什噶利亚》(译著)、《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乌孙研究》、《塔吉克族简史》、《新疆考古三十年》、《左宗棠与新疆》、《新疆历史人物》(1—4集)、《乌鲁木齐史话》、《十八—十九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上、下)、《西域史论丛》(第一、二、三辑)、《新疆历史丛话》、《维吾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塔吉克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一、二编)、《北庭史地研究》、《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西回鹘史研究》、《五代回鹘史料》、《柯尔克孜族简史》、《西蒙古史研究》、《巴里坤哈萨克族风俗习惯》、《柯尔克孜族风俗习惯》、《喀喇汗王朝史稿》、《〈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通俗新疆史》、《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焉耆回族自治县概况》、《神秘的古城楼兰》、《俄罗斯族简史》、《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哈萨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哈萨克族简史》、《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锡伯族历史与文化》、《吐鲁番古代文明》、《维吾尔族简史》、译著《天山游记》、《伊吾保卫战》、《林则徐在新疆》、《高昌楼兰研究文集》、《锡伯族研究》。修订之《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概况》、《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概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新疆简史》(第一、二册)、《碧血洒天山》、《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概况》、《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概况》。维吾尔文有: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1—29)、《新疆历史文物》、《张骞的故事》, 出版汉文译著《西域文化史》、《中亚简史》、《新疆简史》(1)、《辛亥革命在新疆》、《林基路》、《陈潭秋的故事》、译著《穆罕默德传》、《喀什噶利亚》、《简明喀喇汗王朝史》、译著《西域文化史》、《塔吉克族简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概况》、《简明喀喇汗王朝史》、《塔塔尔族简史》、译著《阿古柏伯克传》、《乌孜别克族简史》、《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概况》、《五军的革命历程》、《安宁史》、《新史记》、《史记——二十四史中亚资料汇编》、《汉维对照历史词典》、《喀喇汗王朝国家组织》。蒙古文有: 《蒙古族简史》(由内蒙古胡都木蒙文转写成托忒蒙文)、《圣武亲征录》、译著《新疆简史》(上中下)、《卫拉特历史文献》、《蒙古史——成吉思汗与他的继承者们》、《蒙古秘史》、《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概况》、《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概况》、《卫拉特研究试探》、《卡尔梅克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锡伯文有: 《锡伯族迁徙考记》、《锡伯族简史》、《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一、二)、《锡伯族历史资料拾零》、《敦吉纳见闻录》、《汉亚依拉克之战》、《锡伯族名人录》。哈萨克文有: 《新疆简史》(上、下)、《中国通史纲要》、《哈萨克族简史》、《西域与乌孙国》。从这些品种的结构上看,其中10%左右为学术专著,25%左右为文集, 60%以上为资料性图书。从历史分科上讲, 属新疆地方史的专著、文集和资料约为20%,属民族史或文化上的占60%以上, 其中还有一部分资料属两分科的交叉性读物。1978—1990年的十余年,是新疆人民出版社有关地方史和民族史著述、文集及资料出版较多的时期。80年代中期以前, 史学工作者大致还处于资料搜集整理和基础性研究阶段,不少学者担任新疆各民族简史、各自治州县概况的撰写与修订任务,并且还参加《新疆简史》的资料搜集与撰稿工作。这一时期,新疆历史学界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新疆简史》和各民族简史的撰著。另外, 配合这两项任务, 将其副产品即有关文献资料摘录及各民族社会调查报告(包括民俗资料)整理出版。从已经出版的著作及资料分析,这一阶段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这一阶段的工作与五六十年代的工作有很大的连贯性,资料搜集整理是其工作中心。第二,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仍然受到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不少著述仍有文化大革命时期思维模式和观点的痕迹,如无论是《新疆简史》还是其他民族史著述,普遍将政治斗争史、农民起义、动乱及战争等过分渲染,而忽视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和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各民族文化史等方面的内容。第三,缺乏通俗性是这些著述存在的普遍现象。第四,其著作或资料集普遍显得单薄,编写和选材方面禁区过多,限制了研究范围的拓宽,不少有价值的资料难以与读者见面,使不少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民俗资料显得过于单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史学工作者开始普遍接触国外有关历史、民族著述和资料,加上思想解放、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使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向深层化、专题化发展,成果质量越来越提高,学术禁区逐步减少,少数民族研究人员迅速成长,并加入研究行列, 学科领域逐步拓宽,研究手段和方式日益新颖,学科之间的交叉性越来越普遍,研究人员不仅立足于汉文资料,还开始利用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俄、英等外文资料,使其研究成果资料更丰富,论据更充足,科学性和准确性大有提高,不少图书推向了全国, 走出了国门。20世纪90年代是新疆地方史、民族史研究出现转折的时期。研究工作的兴衰也直接影响了新疆人民出版社历史类读物的出版。20世纪90年代前五年,新疆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继续加强对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先后完成了数个自治区级科研项目,还有不少个人项目陆续推出。其中的不少项目被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据统计,五年间出版地方史和民族史专著、文集、资料集等50多部。具体如下: 1991年维吾尔文出版译著《新疆简史》(第三册)、《马可波罗游记》、《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0)、《元朝著名维吾尔族人物简志》,汉文出版《西域研究书目》、《巴楚史话》、《元代维吾尔哈剌鲁资料辑录》、《佛国于阗》、《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蒙古文出版《土尔扈特部蒙古万里归国记》,锡伯文出版《锡伯族历史论文集》; 1992年维吾尔文出版《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1—33)、《中国塔吉克族文化》,汉文出版《盟国军援与新疆》、《新疆文史资料选辑》(24)、《中国少数民族论著索引》、《新疆与内地关系史》、《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喀什噶尔史话》,蒙古文出版《卫拉特史迹》; 1993年维吾尔文出版《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4)、《维吾尔族历史史料目录》、《叶尔羌国简史》、《中亚史》, 汉文出版《锡伯族史》、《新疆历史词典》, 哈萨克文出版《哈萨克历史及其民俗概论》, 柯尔克孜文出版《柯尔克孜族简史》, 锡伯文出版《锡伯族历史新解探》; 1994年维吾尔文出版《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5)(37), 汉文出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简史》、《回族知识词典》、《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文史资料选辑》(36)、《新疆民族史研究》、《中国丝绸之路辞典》、《新疆对苏(俄)贸易史》、《重返喀什噶尔》,哈萨克文出版《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概况》,锡伯文出版《锡伯营职官年表》; 1995年维吾尔文出版《回纥史》、《隋唐时期维吾尔族著名人物志》,汉文出版《锡伯族百科全书》、《新疆民族辞典》、《新疆文物考古新收获》、《楼兰文化研究论集》、《中国边疆古籍题解》等。1996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文化部门、科研系统及出版界都开始面临经济困难,科研成果难以出版,出版社投入乏力,使理论性、学术性及知识积累性图书出版出现很大困难。因此,1996年后的5年,图书品种萎缩,计划书投入逐年减少,商业性出版逐步兴盛。据统计,5年中有关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读物品种比90年代前5年有所下降,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字的下降更多。如,主要有如下20余种: 汉文出版《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上中下)、《西北民族词典》、《新疆古代社会生活史》、《新疆民族史》、《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哈萨克历史与文化》、《哈萨克历史与民俗》、《民国新疆史》、《新疆民族关系研究》、《中共新疆地方史》、《伊犁史简明读本》、《20世纪新疆史研究》、《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一辑); 此时,作为与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具有交叉性的《丝绸之路研究丛书》(14种)、《西域探险考察大系》(12种)、《亚洲探险之旅》(10种)和《探险与发现》(10种)都陆续出版发行; 维吾尔文出版《中国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论丛》(1)、《纪念新疆三区革命文集》、译著《重返喀什噶尔》、《湖南维吾尔族》、《高昌回鹘汗国文化》等; 蒙古文出版《卫拉特历史名人》、《十七世纪卫拉特史研究》等。这五年中,出书的特点是,专题性、知识积累性读物占一定的比例,这是因为, 90年代中后期立的部分科研项目,结题后得以出版,并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资助。但从数量上看,学术性、理论性、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出版难问题已显而易见。这一问题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回顾新疆人民出版社50年出版历史,在新疆地方史和民族史读物策划与出版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分析其先后推出的200多种历史读物,多数为资料性读物,学术性、理论性图书较少,知识积累性和文集性读物占一定比例,系统性著作较少。这200余种图书,从出版时间上说, 80%以上为1978年以后出版。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版的读物,其资料涉猎范围大大拓宽,不仅引用了中文资料,还涉猎了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资料。在学术观点上,也开始突破以往禁区,出现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在民族史方面,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如锡伯族等,研究势力大为增强,研究范围逐步拓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已经推出的读物看,研究正往深层化和专题化发展。本社90年代以后出版的读物,其装帧和印制质量普遍提高,可与发达地区出版物媲美。
新疆人民出版社始终与科研等有关部门密切合作,大力扶持各民族作者,数十年中在地方史和民族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可喜成绩。但是,从成果的整体上分析,存在不少缺憾。第一,学术上仍有不少禁区。这种禁区的存在,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尤其是民族史研究方面禁区显得更突出。学术禁区是阻碍科研的一大害,必须深刻认识其危害性。但是, 突破和消除学术研究的各种禁区,需要一定的时间,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不能操之过急。第二,研究人员的学术观点、思维方法、写作技巧等都需要更新。学术观点往往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其“左”的思想对各方面的影响根深蒂固,一时很难消除,在历史学界也有反映。因此,不少这方面的著述带有左倾思想的产物。学术观点也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有所更新,甚至,旧的观点被否定,产生新的观点。没有学术观点的更新,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发展。而推动学术观点更新的动力是思维模式及思维方法的改变。写作技巧及方法问题,是关系到出版物产生社会效益的一大方面。综观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历史读物,普遍存在上述问题。第三,缺乏系统化是本社历史读物存在的一大问题。许多专著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专著性质,是属于文集类读物。第四,民族研究方面仍有未涉领域,如民族文化史、信仰伊斯兰教民族的原始信仰史、民族经济史,等等。第五,无论是新疆地方史还是民族史,均缺乏深层的研究。而且,维吾尔等人口较多的民族,其研究仍浮在表层上,成果较单薄,资料发掘也不够。第六,通俗化读物太少。学术著作通俗化,理论著述大众化是现代文化发展的要求。无论是理论著述还是学术著作,也无论是通俗著作还是大众化读物,其最终目的是把某种知识、特定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读者,并让读者乐于接受和较易明白。否则晦涩难懂、高深的著作只能被束之高阁,发挥不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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